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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国故址位于湖北省襄樊市樊城西北约 6公里

处，现为高新技术开发区余岗乡邓城村所辖，邓国

故址地处南阳盆地南端，南接汉水北岸冲积平原，

东有小清河、唐北河，西北为绵延的低矮丘岗地。其
遗址范围以南阳盆地以南 6 公里的邓国故址为中

心，在高新开发区域 6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广泛分

布。故址根据性质可分为故城遗址、居住遗址和墓
葬遗址三部分。
故城遗址[1]为该区域中心遗址，现保存基本完

好，该城地面略呈方形，系夯土所筑。东、西、南、北
分别长 766 米、713 米、896 米和 858 米，城垣底宽约
10~15 米，残高 2~5 米，面积 0.64 平方公里。四角突
出，每面城墙中部开门，北城门外侧尚存向外突出

数米的土坡，据专家考证，属瓮城的设施。据墙体夯
土内发现的遗物残片分析，现有墙体在汉魏时期曾

进行过整修，至今城址的轮廓仍十分清晰。城外四
周有护城河环绕，河宽 18~35 米。东、西河段分别利
用黄龙沟和普陀沟而修。除南、北城河部分河段保
存较好外，其余均濠淤成田。城址的始建年代不详，
单从城墙暴露的遗物看，该城至少从春秋一直延用

到南北朝时期。邓国故址内目前除南边小部分为村
民居住区外，大部分为耕地，地面暴露有较多的东

周至汉代的器物残片以及少量南北朝时期的残瓷

片。
黄家村遗址[2]发掘地最近处距邓国故址东城墙

约 1 公里，分布范围东西长约 1500 米，南北宽约

300 米，文化层因早年平整土地破坏严重，主要清理

了一些灰坑和点状分布的文化层，其时代从西周晚

期到战国早期，且自西向东由早到晚分布，出土器

物非常丰富，文化层次分明，其堆积分为三层，上层

遗迹为春秋早、中期，下层为邓文化遗存。
韩岗遗址[3] 位于邓城城垣北侧 350 米处，是邓

城的从属遗址。其分布略呈方形，面积约 1000 万平
方米，文化层厚约 2米左右，襄樊市博物馆和湖北省

考古研究所曾先后对其进行了三次试掘和正式发

掘，发掘出东周、秦汉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遗迹有
灰坑、灰沟、水井、陶窑和汉、唐时代的墓葬。出土遗
物有陶鬲、罐、盆、豆、筒瓦、板瓦、盂等器物。它是一
处分布范围大、文化堆积厚、遗物丰富的古代文化遗
存。韩岗遗址的发掘，揭示了该区域从春秋中期到
西汉早期的文化面貌。对邓国故址及该区域的古代
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周岗遗址[4] 位于邓城城垣东南角外侧，为东西

走向的长方形台地上，长约 600 米，宽约 170 米，文

化层厚约 3~6 米，暴露遗物丰富，采集有石斧、陶纺
轮及新石器时代的陶鼎、杯、罐，东周的陶鬲、豆、罐
等器物残片。
邓国故址的墓葬区主要在襄樊城区以北汉水北

岸的淤积平原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北部矮丘连

绵，东部一条南北向低岗纵贯，中部两条东西向矮岗

并列，在南北、东西分别 10公里的范围内，墓葬分布
密集，时代基本和邓国故址的兴衰相始终，即从两周

时期至南北朝。重要的发现有山湾[5]、蔡坡[6]墓地，其

位置基本相连，时代前后衔接的两个墓地，已发掘的

墓葬数量虽然不多，但在整个邓城区域各时段中，其

单个墓葬的规模是相对较大的，墓地规格也相对较

高，战国时期设台阶、带墓道的墓葬较多，两个墓地
随葬器物中青铜器较多，部分青铜器铸有铭文，其中

鄀、吴、徐、蔡等国青铜器应是作为战利品随葬的，另
有春秋晚期的“邓公乘鼎”[7]，则可能就是邓县县公

所有。山湾墓地则在椁室内发现车马殉葬。这些都是
研究邓国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团山墓地[8]少量墓

设有腰坑，发现三座陪棺墓。墓地出土有郑、蓼、蔡等
国铭文青铜器。沈岗墓地[9]墓葬分布较为密集。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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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有打破现象。在沈岗墓地发现邓城区域内至今
惟一一座春秋晚期的车马坑，为研究春秋时期邓国

故址和探寻诸侯国等级制提供了重要资料。余岗墓
地[10]是发掘最为完整的一个墓地，墓葬分布较有规

律，按时代早晚从西依次向南、北、东部逐步扩展。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发展序列，出土物也较为丰富，

青铜礼器、陶礼器、玉器、漆木器、兵器、日用器等均
有出土，余岗墓地的发掘为研究襄樊地区战国晚期

至西汉中期墓葬的分期、年代、秦楚关系以及埋葬
习俗、文化特征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实物资料。另外
还有彭岗墓地[11]、王坡墓地[12]等发掘了两周时期的墓

葬以及邓墓、楚墓、秦墓，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清
楚地表明这些墓葬在邓国故址的整个墓地中占有

重要的位置。
邓国故址的空间范围大致如上所述。在 60平方
公里的遗址范围内，在漫长的 1300 余年间，邓国古

城孕育了博大精深的邓国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据

了重要位置。
邓国最早出现在史籍中是在《荆州记》（据《太平
御览》）：“樊城西北，有鄾城。……鄾城西北行十余
里，邓侯吴离之国，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邓城西
百余里，有谷伯绥之国。”这是有关古邓国及邓县最
早的较明确记载。
根据文献材料记载，邓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嫚

姓。西周初期，已受封于江汉地区，是周天子的“南
土”和重要据点。考古资料表明，西周中晚期和春秋
早期，是邓国历史上的繁荣时期。邓国与姬姓、媿姓、
赢姓、姒姓一些诸侯国有联姻关系。进入春秋后，郑
庄公和楚武王的夫人都是邓女，她们并积极参与国

家政事，表现出较高的见识和才能，展示了邓国丰

厚的文化底蕴。从各地出土的邓国铜器看，其形制、
纹饰、铸造工艺和铭文风格各个方面，都体现出较
高的水准，并且具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色。这一方
面反映了邓国对外广泛交往和联系，同时也说明了

邓国是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有较高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水平的南方诸侯大国。
在周成王时，曾派大臣孟到邓国安抚邓伯（诸侯

王国)。周桓王十五年（前 705 年），邓侯吾离到鲁国
访问，加强了与中原的联系。周桓王十七年（前 703
年），楚国派往邓国的使者道朔和另一名巴国使者

在邓国南境遭到鄾国人的袭击，财物被掠，人被诛

杀。楚王闻讯大怒，派斗廉率领楚巴联军攻打鄾国。
邓国知道后则派了养甥和聃甥率军援助鄾国，爆发

了“楚巴与邓鄾之战”，经过三次进退，楚巴联军采用
前后夹击的战术，才打败邓国，这说明邓国已具有一

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这是有史以来发生在襄
樊最早的一次战争。春秋早期，楚国欲霸中原，继续
向南阳盆地拓展，邓国即为楚国的首攻目标。周釐
王四年（前 678 年），邓国终于被楚国灭掉。楚灭邓之
后，邓国都城就成为楚之属邑，而邓的文化也就与楚

文化合流，从而丰富了楚文化的内容，并因名置邓

县。下至战国，邓城一直是楚境内较著名的城镇和
一级行政区。在秦至刘宋近 700 年时间，邓城分别是
南阳郡邓县，荆州义阳郡邓县和雍州京兆郡邓县治

所在地。这都说明邓县在当时楚国境内的重要地位。
这种地位应是和过去邓国留下的悠久经济、文化基
础分不开的。对比之下，襄阳在春秋、战国时，还只是
汉水上连接南北的一个重要渡口。到西汉时才有襄
阳县。到东汉末，樊城才见于史传，三国以下，至东
晋，南北朝，由于长期分裂，南北对峙，襄阳形势险

要，渐成一方重镇。而邓县则转而与樊城并称“樊、
邓”，邓城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削弱，逐步成为襄阳的
外围据点。南北之间每有战事，邓县（也称邓城）常是
双方必争之地，特别是公元 498 年，北魏孝文帝军队

大举南攻，在邓城大败南齐军队，齐军损失很大，邓

城也遭到严重破坏，此后已渐趋荒废，终于形成现在

的邓国故址。
邓国故址创建已有 2500 余年，其毁灭亦有

1000 余年。像这样时代漫长，范围广大而又突然毁
弃的都城，特别是城市遗址在毁灭后没有再遭受到

大的破坏，在中国大都市遗址中较为少见。邓国故
址遗址的保护、发掘和研究，对探讨中国城市布局演
变和城建规制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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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贵族墓葬，被认为是本地区的一级聚落中心。
遗址被研究者分为五期，其中第四期为良渚文化的

鼎盛期，绝对年代为 4500～4400 年。这个时间几乎
和良渚遗址群衰落紧密衔接。而墓葬资料中，也是
从第四期开始出现普遍随葬玉钺、玉琮、玉璧及生
前掌握军政大权和神权的贵族大墓。很有可能良渚
贵族带领族群，在故乡难以为继时迁移至此。此外
良渚晚期与良渚遗址群临近的寺敦、草鞋山、福泉
山同时出现大型贵族墓葬恐怕与良渚遗址群衰落

之后，良渚贵族向外迁移有关。
过去，对良渚文化衰落的研究有一概而论的倾

向。在整个良渚文化区中，各个小的分区都有不同
的特点。它们从兴起到辉煌再到衰落并不是同步
的。当太湖南部的良渚遗址群发展为整个良渚文化
地缘中心时，太湖东部的福泉山、北部的寺敦等遗
址还在处于成长期；而当良渚遗址群衰落之后，这

些遗址成为自己所处区域内的中心遗址，这恐怕并

非仅仅是时间和空间的一种巧合。各遗址的兴废时
间有先有后，原因可能相近，也有各自的特殊情况，

不能一概与良渚文化最后的衰落挂钩，当然这就不

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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